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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双层木椁墓研究 

索德浩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汉代双层木椁墓可分三型，每一型最早都出现于岭南地区，之后有各自流行地域和演变序列：A 型

流行于西汉时期的成都地区；B 型流行于两汉的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发现最为密集；C 型发现于西汉中晚期的湖

北地区。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来源于岭南越人的架棺墓，是越人架棺习俗与汉式椁墓融合的结果。双层木椁墓的形制

还影响到了后来岭南地区的砖室墓。双层木椁墓进入蜀地，其路线很可能是经由夜郎道—僰道再进入成都地区，为

岭南与蜀地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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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木椁墓系在椁室内分成上、下两层，一般是上层放置葬具及部分随葬品，下层为器物室。主要发现于广东、广西、湖

北、四川等地，流行于两汉时期。楚地发现有在器物箱内分层的木椁墓，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M7、M11
[1]
，器物箱内分成两层，

两层皆置器物，而棺室内无二层结构，很明显器物箱中的二层结构只是为了增加器物储存空间。而双层木椁墓内二层结构主要

是为了承棺，很可能是受到南方干栏式房屋防潮思维的影响。故楚地这类墓葬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前人虽已注意到双层木椁墓

形制特殊，但少有深入讨论者。《广州汉墓》中对广州地区此类墓葬的形制演变进行了初步归纳和断代[2]。近来罗二虎、李晓对

广州、成都两地的双层木椁墓进行了比较，但尚不能确定两地双层木椁墓是“独自发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相似现象，还是两地

间文化传播的结果”[3]。笔者拟在详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双层木椁墓的源流、演变及相关问题。 

一、双层木椁墓类型分析 

根据木椁内隔层的形制，将目前考古发现的双层木椁墓分成三型。 

A型：隔层面积与椁室底相同。根据隔层位置可以分成四式。 

Ⅰ式：隔层位于椁室中上部，用纵横木枋构建。《广州汉墓》M1048，在底板之上 0.56 米处有五条横列的长木枋，两端出直

榫，插入壁板的卯眼中，形成一个水平的疏底木架（未见有铺板），木棺置于其上，之上还有盖顶。随葬器物放置于下层（图一

︰1)[4]。该式墓葬发现不多，时代均为西汉早期。 

Ⅱ式：隔层位于椁室下部，用横木构建，横木上既可以铺木板，又有分箱作用。成都凤凰山园艺场 M1，椁室底部用三根近

南北向横木置于底板上，上铺木板，形成底室。三根横木将底室分成四箱，内置器物。椁室上层置 2 具独木方棺及器物（图一

︰2）。时代约为文景至武帝铸造五铢钱之前[5]。其他还有成都龙家巷汉墓[6]、老官山 M2—M4[7]、青白江区磷肥厂 M13、M14[8]等。

该式墓葬以文景时期为多，西汉中晚期也有零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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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式：与Ⅱ式接近，只是横木上直接架棺，不再铺木板。成都石羊木椁墓，椁底上东西向置横木两根，隔出三底箱。横木

上南北向置 3 棺，其中 1 具为独木剜制（图一︰3）。随葬器物主要置于两边箱及东部。时代为文景时期[9]。成都青白江跃进村

M1、M5也属于此式。其中 M5有腰坑，椁室底板上纵放两枕木，其上东西并列独木方棺 4具。腰坑位于墓底西部，内有大量器物。

时代为西汉晚期[10]。 

Ⅳ式：横木简化成墩柱，墩柱上放置横梁，类似广州汉墓中的“立架式”双层结构。仅见四川新都五龙村 M1，木椁中部和

南部靠着椁壁放置两对对称木墩，木墩上各置一根横梁。横梁上铺木板，木板未铺满。木椁西部的中心位置，用素砖砌一道与

木板相同高度的矮墙。上置 3具独木棺和 1具箱式木棺（图一︰4）。随葬器物主要发现于底室。时代为王莽时期[11]。 

 

B 型：隔层面积小于椁室底。椁内分前后室，仅后室分成上下两层，上层置棺，下层为器物室。根据双层结构可以分成五式。 

Ⅰ式：真双层，用横枋搭建分层支架，有“连壁减柱式”“立架式”两种构造。广州 M2040 为“连壁减柱式”结构，在椁

底当中分立三个方形短柱，短柱固定在底板上。柱头上架一根直梁，组成一个侧视如“Ⅲ”形的立架。在立架上两边等分四条

横枋，分别插入壁板与直梁的卯眼内，前端再压上一根长木枋，组成一个支承底架，底架上铺板。隔层约占底面积的六分之五。

上层放置 2 具独木棺，下层器物室内置陶器（图二︰1）。广州 M2050 属于“立架式”，在两侧壁板下，分立三对方形的短柱，

每对短柱上架一根横梁，组成三个立架，在上面铺板四块，分成上下两层（图二︰2）。隔层约占底面积的四分之三。棺架上置

方箱木棺 1具。器物主要置于下层。广州 M2060 也属于“立架式”，结构比 M2050 复杂[12]。该式仅见于西汉中期。 

Ⅱ式：真双层，“横隔板式”结构，横木同时具有分箱作用。如广州 M2043，在椁室后部约占全长七分之六部分立三块隔板

（隔板上窄下宽），上面铺板，构成上下两层。横隔板将下层分成 4箱（图二︰3）。隔板上置木棺 2具。上下层中均有器物。时

代为西汉中期
[13]

。此种结构与 A型Ⅱ、Ⅲ式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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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式：横前堂双层结构，其结构与 BⅡ式相同，只是在主室前增加了前堂。如广州 M3031 由斜坡墓道、横长方形前堂与主室

三部分构成。前堂底部比主室高 0.5 米。主室在后部约占椁室全长五分之四部分作“横隔板”式双层结构，中间一块隔板有门

洞。前堂无双层结构（图二︰4）。有棺 2具。时代为西汉晚期
[14]
。 

Ⅳ式：假双层结构，后部高于前部成假双层，前部构建双层结构。广州 M4013 墓圹底部分前后两级。双层结构位于前室的

后部，由壁板构成箱型器物室，以棺室底板作为器物室的盖板。棺室位于后室，左右分置独木棺（图二︰5）。器物主要放置于

器物室、前室。时代为东汉前期[15]。 

Ⅴ式：横前堂假双层结构。结构与BⅣ式接近，只是有前堂后室。广州 M5001，带斜坡墓道，横长方形前堂。后室纵长方形，

前部与横前堂高度一致，后部高一阶，棺、椁已朽。根据墓坑形制及器物位置推测为假二层结构（图二︰6）。器物主要发现于

前堂，器物室无器物。时代为东汉后期[16]。 

C型：楼房式双层结构，上下层之间有楼梯连接。根据结构演变分成三式。 

Ⅰ式：内部分层结构简单，用纵横木枋构建。广州 M1134，椁室正中有一座棺房，外周用板、枋组成双层结构。三条短木枋

横架在木椁侧壁和棺房两侧，上铺薄板一层，形成上下两层的结构。下层为棺房的回廊，两侧各设独木梯以供上下。棺房内置

两重套棺 1具，棺底垫有横木。随葬器物分置于上下两层（图三︰1）。时代为西汉早期[17]。 

Ⅱ式：内部结构复杂，上层错落有致、高度不一。如湖北光化五座坟 M3是一座模仿当时楼房的双层多室建筑。椁室中间立

四根方形木柱，柱子的顶端架一根方形直梁，将整个椁室分成南、北两部分。南半部分在靠西侧的三根柱子中部和南椁板之间，

架三根方形横梁，其上铺板，筑成“南楼”，南半部分的东侧约有三分之一的空间无二层结构。北半部分在四根柱子中部和北

椁板之间，架四根方形横梁，其上铺板，筑成“北楼”。北楼高于南楼，两楼之间有隔板和门的装置，之间用楼梯连接。方箱

木棺放置北楼西侧，棺底用八只木马承托，其南侧有楼梯与底层相连。底层放置大量器物（图三︰2）。时代在武帝时期[18]。湖

北荆沙市瓦坟园 M1、M4（图三︰3）也属该式墓葬[19]。 

Ⅲ式：分层结构与Ⅱ式接近，只是局部用砖。瓦坟园 M3，外为砖椁，内为木椁。椁室内用立柱、隔板、门窗等分隔成前室、

后室、侧室。三室之间有门道、台阶相通。前、后、侧室各设有楼板和供上下的楼梯等设施（图三︰4）。有方箱木棺 1 具。器

物主要置于侧室中。时代为西汉晚期至王莽居摄二年之前[20]。 

由于木质棺架保存不易，能确认的双层木椁墓并不算多。但从已知的双层木椁墓形制和器物分布规律可辨识出一批双层木

椁墓。例如广西合浦母猪岭 M4，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发掘者认为“该墓的葬法比较少见，是先将陶器和铜器等大件器物摆

在椁内底层，棺放在北侧的大件器物上，墓主手握的铜钱、银手圈、铜棺饰等都散落在大件器物上”。时代为西汉晚期[21]。大

件器物明显不足以承受棺和死者的重量，且高度不一。椁内应该存在双层结构[22]，上层置棺，下层放器物，棺椁腐朽后，棺内

随葬品散落于底室的器物上。由于此墓棺、椁已朽，结构不详，无法归入以上型式中，但足见汉代双层木椁墓的实际数量远比

所见之多，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葬俗。 

通过以上类型学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双层木椁墓可归纳成三型，每型有各自的演变序列：A型承棺支架逐渐从椁上部下移到中部、下部；B型从真双层演变成

假双层，其器物室最初为器物主要置放处，后来仅具有象征作用，存放少量或者不放器物；C型二层结构逐渐复杂，呈错落有致

的楼房状，由木结构演变成砖木混筑结构。总的演变趋势：三型承棺结构最初都是由纵横木枋搭建而成的支架，AⅠ、BⅠ、CⅠ

式都是这种结构，后来 A、B型演变成横隔板式，C型演变成结构复杂的楼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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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双层木椁墓 B型 

1、2.Ⅰ式（广州 M2040、广州 M2050)3.Ⅱ式（广州M2043)4.Ⅲ式（广州 M3031)5.Ⅳ式（广州 M4013)6.Ⅴ式（广州 M5001) 

2.A、C型在演变过程中都受到 B 型影响：A 型横隔板式架棺结构在 B 型中很流行，AⅣ式架棺结构很可能受到 BⅠ式的“立

架结构”影响，五龙村 M1支架上木板未铺满，与 B型结构相近；C型也受到 B型的影响，如五座坟M3南楼前部无二层结构，明

显是受到广州地区的影响。 



 

 5 

 

图三//双层木椁墓 C型 

1.Ⅰ式（广州 M1134)2、3.Ⅱ式（五座坟 M3、瓦坟园M4)4.Ⅲ式（瓦坟园 M3) 

3.三型木椁墓内的随葬品汉化程度均较高，深受中原影响，其主要器类、组合与同期中原地区的大致相近，但在器形上各

具区域特色。三型墓内的器物群之间并未表现出甚多联系，毕竟木椁、棺可以就地取材，按照墓主的设想建造，而大量随葬品

只能从当地采购。故双层木椁墓族属的考察主要依靠墓葬形制和葬俗的分析。 

4.岭南和蜀地双层木椁墓内都流行使用方形独木棺，如凤凰山园艺场 M1、跃进村 M5、石羊场汉墓、五龙村M1和广州 M4013、

M2040 等皆葬这类由整木剜制的木棺，表明了两地葬俗的联系。 

5.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数量来看，墓主皆具有较高经济能力。 

二、双层木椁墓的时代与传播 

三型墓时代明确。AⅠ式出现最早，西汉早期已经有发现，仅发现于两广地区。AⅡ式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即景帝至武帝

颁行五铢之前，老官山 M2—M4、凤凰山园艺场M1等皆是此时；西汉中晚期也有零星发现，如磷肥厂 M13、M14 等。AⅢ式最早发

现于西汉早期偏晚，如石羊场汉墓；西汉中晚期也有发现，如跃进村 M1。AⅣ式时代最晚，为两汉之际。可见 A型起源于西汉初

期的岭南地区，之后流行于成都地区。其传播路线将在下文讨论。 

B 型流行于广州地区，形制最为复杂。据《广州汉墓》，BⅠ式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不见；BⅡ式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东汉

仍有发现；BⅢ式出现于西汉晚期，东汉仍常见；B型Ⅳ、Ⅴ式流行于东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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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Ⅰ式出现于西汉早期，CⅡ式流行于西汉中晚期，CⅢ式流行于两汉之际。CⅠ式仅发现于广州地区，后两式流行于湖北地

区。也就是说，西汉早期 C 型出现于广州地区，约于西汉中期传播到湖北地区，广州地区消失不见。楚地和岭南相邻，两地文

化交流存在地缘优势。自先秦以来，楚与岭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随着楚国向南扩张，不断侵蚀

南越之地，两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战国时期，楚悼王任吴起为相，“于是南平百越”[23]。《后汉书·南蛮列传》亦云：“吴起

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24]。秦汉以后，岭南与楚地同属中央版图，两地交流更密。楚与岭南通道众多[25]，但由

于发现资料甚少，具体传播路线目前还难以确认。 

通过上文类型学和时代分析，可将汉代双层木椁墓分成三期。 

第一期：西汉早期，为双层木椁墓的初始期。本期流行 AⅠ式、CⅠ式。仅发现于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数量最多。 

第二期：西汉中晚期，为双层木椁墓的盛行时期。流行 A型Ⅱ—Ⅳ式、B型Ⅰ—Ⅲ式、C型Ⅱ—Ⅲ式。岭南、楚地、蜀地都

有发现，且数量较多。 

第三期：东汉时期。B型Ⅱ、Ⅲ式仍有发现，流行 B型Ⅳ、Ⅴ式。本期双层木椁墓仅发现于岭南地区，而楚地、蜀地的木椁

墓逐渐为砖室墓所代替，双层木椁墓也消失不见。 

综上可以得出：双层木椁墓起源于岭南地区。A、B、C三型的最初形制都是先出现于岭南地区，该地域的承棺结构最为复杂，

序列完整，且发现数量最多，其核心区域当在广州地区。稍晚传播至四川、湖北两地。两地将双层结构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形成了各具区域特点的双层木椁墓。 

三、双层木椁墓的源流分析 

《广州汉墓》推测双层木椁墓是对岭南干栏式建筑的模仿，“是按照当时生人的居处并仿照干栏特点及使用方式运用于椁

室的建筑布局上”[26]。结论过于宽泛和抽象。笔者认为双层木椁墓的架棺结构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架棺墓。 

蒋廷瑜最早注意到架棺葬俗，他根据岭南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柱形器，结合广西南丹崖洞葬中的架棺习俗（图四

︰1、2)[27]，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越人流行架棺习俗，铜柱形器是棺架上的柱头饰[28]。郑君雷根据蒋文的线索对岭南架棺遗迹作了

进一步梳理，根据棺椁内器物的分布及墓内的“柱洞”和“凹槽”等遗迹现象辨别出一批架棺墓葬。文中将广州汉代椁内双层

结构归为架棺结构的一种，但未讨论与早期架棺墓的关系
[29]
。 

蒋廷瑜毕竟是利用晚期民族学材料对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墓葬中的架棺结构进行的复原，但由于保存关系，两广地区并

未发现结构完好的早期架棺来证实其观点。实际上，架棺葬俗并不局限于两广地区，云南也有。如云南楚雄万家坝墓地就发现

一批架棺墓，其中 M23 保存较好。该墓两侧有 6 个对称边桩，东壁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有数根横木。葬具为独木棺，棺下

有东西向 3个垫木，垫木东端置于二层台的数根横木之上，西端则放置于两对并列倒立的铜鼓上（图四︰3）。 

铜鼓、二层台、垫木及两侧边桩共同组成棺架，其结构与南丹崖洞葬中的棺架非常接近。M57 结构与 M23大体相近，也有架

棺结构。南北两侧有四根边桩，东端横置枋木两根。棺底垫木三根，西端嵌入墓壁，东端嵌于生土二层台侧边。二层台上另有

横木一根。棺身为独木刳成。棺身侧面有穿通的四圆孔，考虑棺身是独木，四圆孔中很可能插有横木，与两侧边桩共同组成架

棺结构。该棺原应置于棺架上，只是棺架及垫木腐朽垮塌，掉落墓底（图四︰4）。参考 M23、M57 结构，M1、M25、M35 等亦可能

为架棺墓。这几座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30]。该墓地棺架结构保存较好，为研究架棺习俗及族属提供了重要信息：1.为两

广地区架棺墓复原提供了参考实例，万家坝的棺架结构确实与广西南丹县岩洞墓中的棺架相似，证实了蒋廷瑜的观点。2.为架

起木棺，必须有对称的 4、6个或更多立柱支撑，立柱上有榫卯结构以安装纵横木枋，构成支架置棺。立柱则会在墓葬两侧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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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柱洞，或可据此推测有对称柱洞的墓葬为架棺墓。如广西平乐银山岭 M55、M64、M94、M97、M114、M115[31]、广州瑶台北柳

M46[32]、广东乐昌对面山M183、M151[33]、广州 M1060[34]等都有这种对称柱洞。四川地区也发现类似墓葬，如成都中和镇红花沟墓

地发现多座，其中 M3（图四︰5）保存最好，长方形竖穴岩坑墓，无椁，墓葬四角有方形壁柱，应起架棺作用，木棺位于墓室中

部，时代约为西汉早期偏晚[35]。3.这种架棺习俗为万家坝墓地族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万家坝墓地族属主要有两种观点：靡

莫之属，与滇同属于一个系统[36]；嶲、昆系统[37]。从目前材料来看，架棺习俗主要流行于岭南的越人之中，而棺架结构、独木

棺葬具在滇文化中并不流行，这在族属判别时候是需要注意的。 

 

图四//架棺墓 

1.南丹县高架棺 2.南丹县低架棺3.万家坝 M234.万家坝M575.成都红花沟 M36.砖室墓（广州 M5039) 

入汉以后，随着汉文化在帝国内的推广，汉式木椁墓流行于岭南地区，吸收、融合了当地流行的架棺葬俗，形成了双层木

椁墓。理由如下：首先，二者结构相近，两种结构最大特征就是将棺架起，棺在上，底下随葬器物；其次，据上文类型学分析

来看，双层木椁墓的架棺结构最初形制是由纵横木枋搭建而成的支架，西汉中期以后才演变成其他各种形制，而这种纵横木枋

搭建的支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棺架非常相近，特别是流行于广州地区的“连壁减柱式”“立架式”棺架与早期棺架都是先立

柱、再搭建横枋形成支架置棺，二者应该存在继承关系。再次，二者核心分布区均位于岭南地区。双层木椁墓在岭南发现最多，

其他地区的皆源于此；架棺墓分布虽然较为广泛，但以两广最多。最后，二者时间上相互衔接。架棺墓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秦汉以后逐渐减少。而椁内双层结构最早发现于西汉早期。因此，椁内双层结构来源于越人的架棺葬俗，秦汉大一统之后，岭

南地区逐渐融入汉文化之中，葬俗上接受了汉式木椁墓，但保留了本地早期流行的承棺结构，于是在木椁内形成二层承棺结构。 

双层木椁墓的出现、流行过程伴随着架棺墓的衰落。以架棺墓（带对称柱洞）较为集中的平乐银山岭墓地为例，共发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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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165 座，其中战国墓 110、汉墓 45、晋墓 1 座。虽然报告未详细说明架棺墓数量，但从报道的墓例和各时期墓葬数量来看，

显然带对称柱洞的墓葬在战国时期更为流行，西汉晚期发现较少，东汉前期未见报道。从文化特征来看，战国时期墓葬具有“较

浓厚的地方色彩葬”，至汉代“地方色彩逐渐减少”，表明越文化逐渐融入到中原汉文化之中，架棺墓亦不能避免这一历史潮

流。郑君雷辨别出的架棺墓也以战国、西汉早期为多。故西汉早期是架棺墓葬俗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此时恰恰是双层木椁墓

在岭南的出现时间。可见，架棺墓与双层木椁墓互为消长关系，二者的兴衰伴随着汉帝国对岭南的政治统一和文化融合。 

双层木椁墓还影响到后来的砖室墓形制。岭南地区常见前室低于后室的砖室墓，与假双层木椁墓相近。如《广州汉墓》中

的Ⅳ型 2、3式前室部分比后室低一级，与Ⅲ型结构接近，明显存在继承关系。编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Ⅴ型墓无疑是由Ⅲ

型 4 式双层横前堂木椁墓演进而来，“两者的室内平面布局一样，所异的是建筑用材不同，一为木椁，一作砖室”[38]，如广州

M5039（图四︰6)
[39]
。 

综上，椁内双层结构起源于岭南架棺墓，是岭南越人架棺习俗和汉式椁墓融合的结果。双层木椁墓形成以后又向相邻的楚

地、蜀地传播。 

四、四川双层木椁墓的来源分析 

蜀、越两地相邻，文化交流频繁。《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40]

特别是在南中地区，夷越错居。《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在昔，夷越之地。”[41]诸葛亮也提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42]蜀、越习俗相互影响。如越人、蜀人均椎髻。《艺文类聚》卷六引《太康地记》：“秦灭六国，南开

百越，置桂林、象郡……汉高革命……始变椎髻袭冠冕焉。”[43]《蜀王本纪》载蜀人“椎髻左衽”[44]。蜀人和越人都流行船棺

葬，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还有上文提到的架棺墓，在两地皆有发现。雷雨将越南北部和四川地区考古遗存进行了对比，认为

“至迟从商周之际开始，蜀文化的因素已远播至越南北部了”[45]。越南北部也属于越人分布区。 

至西汉，武帝大规模开通夜郎道，蜀和岭南交往更加方便。夜郎道（牂牁道）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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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蜀地汉墓中的岭南文化因素 

1.陶盒（都市花园 M21︰1)2.陶瓮（双包山 M1︰15)3.陶提桶（青㭎村 M1︰10) 

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

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

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

“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

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

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当是时，巴蜀四

郡通西南夷道……弘因子言西南夷害……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46] 

该文说明几个问题：1.夜郎道很早就作为商道存在，汉武帝时期只是出于军事目的大规模开通；2.汉武帝时期，长江中游

与岭南通道不便；3.僰道与夜郎道相连，通向岭南，连接番禹；4.夜郎道非常重要，迫于艰难的形势罢了西夷道，但仍然保留

“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很大原因是出于其重要的交通作用。从蜀地墓葬来看，夜郎道开通以后，岭南文化因素明显增多。

如双包山的陶瓮 M1︰15（图五︰2)
[47]
、都市花园的陶盒 M21︰1（图五︰1)

[48]
、青 村的陶提桶 M1︰10（图五︰3)

[49]
都是岭南常

见器物。 

关于夜郎道的路线争议比较多，争议点在于夜郎的地理位置。但不管夜郎位于何处，四川有一条经西南夷而进入岭南的道

路，一般认为此路线为：成都—僰道—夜郎地区—牂牁江—红水河[50]—番禹。此条道路是两汉时期蜀地与岭南的重要通道，直

到三国时期仍是如此。《三国志·蜀书·刘巴传》云：“巴复从交趾至蜀。”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巴入交趾……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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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太守士爕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去。”[51] 

岭南的双层木椁墓很可能经由夜郎道传播到四川地区：1.双层木椁墓在蜀地出现时间与夜郎道大规模开通时间接近。四川

双层木椁墓约出现于景武之间，武帝中期以后开始流行，而唐蒙开夜郎道正是武帝前期。2.此时四川与岭南交通路线有很多条，

但最方便的还应该是僰道—夜郎道。东下长江沿湖北、湖南也可到岭南，但路途较远，且“水道多绝，难行”。3.湖北地区的

双层木椁墓与蜀地差异甚大，非同一演变序列，排除了经由楚地传播而来的可能性。4.岭南和蜀地双层木椁墓内都流行使用方

形独木棺，如凤凰山园艺场 M1、跃进村 M5、石羊场汉墓、五龙村 M1和广州汉墓 M4013、M2040 等皆葬这类由整木剜制的木棺，

说明两地葬俗存在联系。5.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来源于架棺墓。从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来看，架棺墓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52]、四川等地，虽然时代早晚不同，但这种特殊的葬俗往往和特定的族群相对应。将这几个地区相连接，似可以勾

勒出一条架棺墓族群分布和迁徙路线：岭南—云南—贵州
[53]

—四川，此条线路与汉代夜郎道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倾向于岭南

双层木椁墓是经由夜郎道而进入四川地区。 

结论 

本文将考古发现的汉代双层木椁墓分成了 A、B、C 三型，三型均最早出现于岭南地区，然后传播到湖北、四川。每一型有

各自的流行地域：A 型墓流行于西汉时期的成都地区；B 型墓流行于两汉的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发现最为密集；C 型墓发现于

西汉中晚期的湖北地区。三型墓融入各自的文化区，形成不同的演变序列。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流行架棺墓，其架棺结

构系汉代木椁墓中的承棺支架前身。秦汉时期，汉式木椁墓流行于岭南地区，与越人架棺习俗相融合，形成了双层木椁墓。岭

南地区常见前低后高的砖室墓，形制应该是继承假双层木椁墓。越与蜀、楚相接，文化交流甚密，系双层墓木椁墓传播的基础。

岭南双层木椁墓很可能是沿着夜郎道进入蜀地。此种特殊葬俗往往与特定的人群相对应，其传播很可能伴随着人群迁徙，为岭

南与蜀、楚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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